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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人口增长模式发生了显著转变，从“高出生率、低死亡率、高增长率”转变为“低

出生率、低死亡率、低增长率”。根据2021年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的数据，我国总和生育率仅为1.3，生

育水平陷入低谷。当代青年作为生育的主力军，青年的生育意愿问题就备受诸多学者的关注。针对这一

问题，学者们展开了诸多研究，深入分析影响生育意愿的多维因素，对青年生育意愿的学习，有助于制

定更加精准高效的生育政策。本文对近年来我国青年生育意愿的有关文件资料进行整理，收集有关青年

群体生育意愿的文献，系统梳理本课题领域的前沿进展，明确研究中的关键问题。研究结果表明，生育

要争取政府、社会和企业更多的关注度和更大的支持力度，还需要根据各地不同的情况进行分析。从政

策源头上消除青年对生育的错误认知；加强家庭文明建设，营造有利于适龄青年恋爱、结婚和生育的家

庭环境条件；构建“生育友好型”社会，依法禁止职场中的婚育歧视性生育假政策等强制性工具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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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ince the founding of New China, China’s population growth pattern has changed a lot—it went from 
“high birth rate, low death rate, high growth rate” to “low birth rate, low death rate, low growth rate”. 
Data from the 7th national population census in 2021 shows China’s total fertility rate is only 1.3, 
hitting a record low. Young people are the main group for having kids, so scholars have been paying 
a lot of attention to their willingness to have children. To figure this out, scholars have done tons of 
research, digging into all kinds of factors that affect young people’s choice to have kids. Understanding 
their thoughts on having children can help make better and more targeted fertility policies. This 
article sorts out documents and studies about young people’s fertility willingness in recent years, 
checks out the latest research in this area, and points out the key problems we need to solve. The 
results show that we need more support from the government, society, and companies for having 
kids, and we have to look at each region’s situation differently. We should fix young people’s wrong 
ideas about having kids through policies; build better family values to create an environment where 
young people feel comfortable dating, getting married, and having kids at the right age; and make 
our society “fertility-friendly”—like making sure there’s no discrimination against married or preg-
nant people at work, and that maternity leave policies are fai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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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1.1. 研究背景 

1.1.1. 当代青年生育意愿现状 
现阶段我国正处于人口结构的变动时期，人口结构的变动、劳动力配置调整及高技能人才需求提升，

明显影响到家庭的生育规划。经济能力、个体认知和处于经济结构调整社会文化是当前支配居民生育行

为的三大内在动力，生育意愿是内外部多维因素交织投射的结果。经济能力、个人观念与社会文化，共

同构成影响当代青年“生还是不生”的核心变量。 
根据调研结果，生育意愿更强的青年都有以下特征。大部分的受访者明确表示“经济能力允许”是

首要前提；一部分受访者仍深受传统观念熏陶，或希望借由孩子维系夫妻情感、延续血脉；再次，35.9%
受访者的家庭拥有“带娃后盾”，祖辈可轮班照护、保姆或托育机构近年来的兴起，显著降低了育儿的

时间与精力成本。当下，青年群体中“三口之家”依旧是绝对主流，“多子多福”的传统生育观念已势

微。但是仍有一部分的受调查者表示，最理想的生育抚养目标为两个子女。理想目标与现实抚养的差距

表明，当前仍存在生育空间潜力，理想与现实的落差恰恰成为释放生育潜力的关键切口[1]。 

1.1.2. 国家政策的回应 
新时代背景下，青年群体的生育意愿呈现出显著转变，总体生育水平持续走低、初育年龄不断推迟

以及生育数量趋于缩减。这一趋势引发了国家层面政策取向的系统性调整：从以人口数量控制为核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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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抑制型”政策范式，转向以提升生育水平为目标的“激励型”政策范式，体现出政策逻辑由“数量约

束”向“结构优化”的深刻嬗变[2]。 
2001 年国家通过鼓励青年夫妻晚生晚育和一对夫妻生育一个子女来控制生育，超生家庭需要缴纳社

会抚养费，但对于部分地区使用更为宽松的生育政策。计划生育政策实行不久后，法律规定国家对独生

子女家庭提供奖励和社会保障，首次明确“独生子女父母奖励费”，其本质是生育控制的经济补偿机制，

但奖励的标准偏低，其更大价值在于释放国家支持生育独生子女的强烈信号，而非真金白银的杠杆。 
随着人口结构的变动，2015 年，全国人大常委会表决通过《人口与计划生育法》修正案，正式宣告

实施“全面两孩”政策：在全国范围内，凡符合法律法规的夫妻均可自主安排生育两个孩子，无需再经

审批。与政策放开同步，国家首次将延长生育假写进法律，并增加男方陪产假。制度层面首次完成了从

限生到促生的转向，向社会释放出两个欢迎的明确信号，为后续三孩政策及更大规模的配套支持奠定了

舆论与法律双重基础。2021 年，面对出生率持续走低的趋势，国家再次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

划生育法》，提出实施三孩生育政策及配套支持措施[3]。2024 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加快完善

生育支持政策体系推动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的若干措施》，对打造生育友好型社会提出具体措施。2025
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育儿补贴制度实施方案》，对于 2025 年 1 月 1 日及以后出生

的婴幼儿，可连续申领 3 年补贴，共计 10,800 元。随着时代的变迁和生育意愿的不断转变，我国生育支

持政策逐渐实现从控制生育到鼓励生育的导向转变[4]。 

1.2. 研究目的和意义 

1.2.1. 研究目的 
系统梳理当代青年生育意愿的现状特征与群体差异，明确其生育决策的核心诉求与现实顾虑。深入

剖析个体认知、家庭环境、社会政策、经济成本等因素对青年生育意愿的影响机制，厘清各因素的主次

关系与交互作用。提出兼具针对性与可操作性的政策优化建议与社会支持方案，为激发青年生育意愿、

应对人口结构挑战提供实践参考。 

1.2.2. 研究意义 
推动建设丰富人口社会学、青年研究等领域的实证成果，深化在国家转型期间，青年生育决策的变

化，完善低生育率背景下生育意愿的理论分析框架。突破单一因素分析局限，构建个体、家庭和社会多

维度整合模型，为后续相关研究提供新的视角与方法借鉴。为政府制定适配青年需求的生育支持政策，

如育儿补贴、托育服务、职场权益保障等提供数据支撑，助力破解“不愿生、不敢生、生不起”的现实困

境。为家庭、企业、社会组织等多元主体参与生育支持提供方向指引，推动构建“生育友好型”社会环

境，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 

2. 国内外研究现状 

2.1. 国外研究现状 

随着医疗技术的突破性进步、公共卫生体系的逐步完善以及生活水平的稳步提升，人类的预期寿命

实现了显著延长，许多发展中国家的人均寿命较此前大幅提高，人口死亡率持续下降。与此同时，这些

国家普遍保持着较高的生育率，多子女家庭成为社会常态。旨在控制和减少人口增长，改善人口质量的

研究应运而生。这些国家对生育率影响因素的探索与研究为我国生育率探索提供了宝贵经验。根据养老

保障假说，当金融市场疲软的时候，由于父母依赖孩子来提供未来的经济支持和养老保障，生育率将会

很高。国外低生育率的原因，大体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基于经济发达程度，偏向于经济波动下生育率的

变化。Martin(2004)发现在澳大利亚，较高的 GDP 与较高的生育率相关，经济衰退会导致生育率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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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学者认为经济发展与生育率是负向关系[2]。Furuoka (2013)采用阈值回归分析方法来研究 172 个国家

1980~2009 年期间人类发展指数(HDI)和总生育率(TFR)之间的关系，发现两者呈现负相关关系，并且在发

达国家，这种负相关关系较弱，而在经济不发达地区，经济发展与生育率的负相关关系较强。一类是基

于个人认知水平高低，由于现代社会家庭和工作难以平衡，各类社会政策显然会影响个体的生育选择[3]。
Kalwij (2010)通过利用 16 个西欧国家的个人层面数据，分析了社会福利政策变动对生育率的影响，发现

国家增加家庭项目支出有助于妇女将家庭和就业相结合，从而降低了孩子的机会成本[4]。Drèze 和 Murthi 
(2001)利用 1981 和 1991 年印度地区数据，发现女性成人识字率的提高构成了印度生育率下降的重要因

素[5]。从国外对生育率相关的研究中可以看到，生育意愿与经济发达程度和个人的认知水平高低息息相

关。 

2.2. 国内研究现状 

国内许多学者从各种不同角度对生育率影响因素展开研究，关于新时期低生育率的原因，大体上可

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基于社会发展，偏向于强调不同的制度背景下经济制度体系、社会福利政策的变化

对青年婚姻和生育行为形成客观环境的限制和各种经济压力。一类是基于个人观念方面的，将观念因素

和文化变迁视为一种独立于经济波动的外生性冲击，个人需求转变和文化层次的导致生育意愿个性化的

趋势(如表 1)。 
 

Table 1. Analysis table of domestic research status 
表 1. 国内研究现状分析表 

作者 年份 研究内容 

茅倬彦 2013 个人观念→通过对“江苏省群众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调查”发现生育态度主观规范和行为控制

都对生育二胎的意愿和行为产生显著影响[6]。 

陈蓉 2014 个人观念→生育意愿是生育观念、生育文化的直接体现，是人们对生育行为的态度和看法[7]。 

倪国华 2015 社会发展→城镇化会使无子女育龄妇女和有子女育龄妇女当期准备要孩子的概率分别下降[8]。 

陈滔 2020 个人观念→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的数据，发现个体主义与家庭主义动机构成了现代中国生育

实践解释的双重路径[9]。 

周倩 2022 社会发展→社会制度性因素和文化价值观因素都会显著影响育龄群体的生育数量偏好和生育性

别偏好[10]。 

赵乔娟 2025 社会发展→生育政策的放宽致使女性在家庭责任与职业追求间的矛盾激化，促使其在生育抉择

与职业发展规划上更为审慎[11]。 

3. 影响生育意愿的因素 

3.1. 经济因素 

家庭的经济状况及社会经济发展等因素都会影响个体的生育意愿。在经济学框架下，生育行为可视

为家庭在预期成本和收益结构中进行理性权衡的人力资本投资决策。新时代青年可能更倾向于考虑生育

的直接和间接成本，这些成本的增加可能导致她们降低生育意愿[12]。社会资本理论提出，社会网络和社

会支持对生育意愿有显著影响。好的社会支持系统，能够减轻养育孩子的负担。它还可以增强青年的生

育意愿。生育政策理论则认为，政府的生育政策，如奖励措施、产假制度、托育服务等，都会直接影响育

龄群体的生育决策。政策支持可以降低生育成本，也可以提高生育意愿。在生育政策理论视角下，完善

的社会支持体系能够通过制度化资源再分配，显著降低家庭育儿成本，进而对生育意愿产生正向激励效

应。政府通过育儿补贴、税收减免等经济激励，以及公共服务供给等政策工具，能够有效缓解家庭面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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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生育机会成本与财务约束，从而提升育龄群体的生育期的收益预期，最终引致生育意愿的增长[13]。 
经济发展向好、就业机会逐步增多时，青年对未来的预期呈积极态势，生育意愿也随之提升。经济

的景气回升通过改善劳动力市场需求侧结构，不仅直接提高了青年群体的就业匹配度与薪资议价能力，

更关键的是重塑了其收入增长的持久性预期与职业发展的可塑性信心[14]。这种效应在新生代农民工与

高校毕业生群体中尤为显著，前者在制造业复苏或平台经济扩张期，因加班机会增多、社保覆盖率提升，

其生育决策中的经济焦虑得到阶段性缓释。后者则在互联网、新能源等高增长行业吸纳就业时，因职业

前景可见度提升，先立业后成家的传统逻辑被适度修正，生育计划相应提前。这种周期性回暖的生育激

励具有明显的暂时性，一旦经济增速放缓或行业进入调整期，被暂时压抑的生育顾虑便会迅速反弹。 

3.2. 个体认知因素 

通过对育龄妇女生育意愿和生育观念的差异研究发现，80 年代出生的育龄妇女少生、晚生、优生的

意愿趋势明显，以孩子为中心的观念也在弱化。女性受教育程度的提升对生育行为产生双重效应。一方

面，教育作为“赋能机制”显著增强女性的性别意识与自我效能感，通过提高其劳动力市场参与度和经

济独立水平，削弱传统婚育规范对女性生命历程的结构性约束；另一方面，教育积累的人力资本提高了

生育行为的边际机会成本导致每增加一单位生育时间将直接挤占职业发展、收入积累及社会资本投资，

导致生育意愿呈递减趋势。这种“替代效应”在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群体中尤为显著[15]。 
社会层面的性别不平等持续放大职场和母职双重角色冲突，在晋升阶梯与生育时钟的双重压力下，

职业女性往往被迫以推迟初育或压缩生育数量来换取人力资本的保值与增值。尽管我国公共领域的性别

平等指数已显著提升，女性高等教育入学率、劳动力参与率与男性差距迅速收敛，家庭内部的性别分工

却仍呈现“时间滞后”与“责任刚性”并存的传统格局。照护劳动的性别化配置未得到同步调整，育儿、

家务继续被默认为女性的工作，从而将社会不平等转化为家庭隐形成本，进一步抑制育龄群体的生育意

愿[16]。 
对应地，男性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同样通过两条路径影响生育率，但作用机制存在性别差异。教育水

平提升伴随收入能力与职业稳定性的增强，使男性在婚姻市场上的人力资本信号价值上升，理论上可降

低家庭对生育的预算约束[17]。然而，该效应存在阈值特征，当男性受教育年限超过本科阶段后，其时间

偏好趋于强化，对高端消费品、职业晋升及闲暇的需求弹性增大，导致育儿效用贴现率下降，部分抵消

了收入效应。高等教育通过传播性别平等观念，促使男性对传统父职角色进行再定义：从经济提供者单

一角色转向协作育儿者与情感参与者双重角色。这种角色转型虽有助于缓解女性育儿压力，但也抬高了

男性对生育质量的预期例如教育投资、陪伴时间等，进而推迟初育年龄并压缩实际生育数量。实证研究

表明，当男性受教育年限的增加伴随着理想子女数也会下降，且在高技能职业群体中降幅更大。女性的

生育意愿更聚焦于时间分配冲突，男性生育意愿更聚焦为质量偏好与角色成本的内化，二者共同构成低

生育率陷阱的微观基础。 

3.3. 社会因素 

社会因素同样在生育率的下降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人口流动大规模的人口流动对生育率的影响主要

体现在两方面，一方面，频繁的人口流动会推迟女性的初婚及初育年龄。高频率、长距离的劳动力迁移

提高了婚姻匹配的信息成本与地域摩擦，女性为累积迁移收益而延长人力资本投资期，直接推高了初婚

与初育年龄；一旦越过生理与社会的双拐点，再生育意愿呈指数衰减。另一方面，大规模的城乡迁移也

导致农村地区生育观念与城镇地区趋近，从而带来生育率的下降。社会结构性因素对生育率下滑的牵引

效应不容忽视，其中人口流动是最具渗透力的中介变量之一，其影响沿着两条相互强化的路径展开。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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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20 余年的乡村到城镇单向迁移，使农村青年在婚前即完成城市社会化，传统多子多福的生育基本被都

市小家庭高质量生活模式替代。该观念通过返乡探亲、社交媒体二次传播，迅速渗透至迁出地，导致农

村生育偏好与城镇趋同，形成下降螺旋。由此，人口流动不仅改变了个体的生命历程节奏，更加速全国

层面生育率的同步下探。 
当城镇化把流动家庭拉入城市生活体系后，这种制度张力被进一步放大：虽然医保覆盖缓解了即时

医疗支出，但城市职场竞争与雇佣柔性化却抬高了生育的机会成本。在已参加职工医保的流动人口中，

超过半数的受访者担心生育会导致岗位被替代或晋升受阻，成为抑制二孩及多孩生育的主导因素。此外，

职工医保与户籍制度的捆绑特征，还衍生出福利可携带性隐患，跨城转移接续时的待遇落差、生育津贴

领取地限制等，均放大了不确定性贴现，弱化了医保的生育促进效能[18]。 
社保制度的生育促进潜力仍有显著释放空间。医保全国需要加快统筹进程，通过统一待遇清单、实

现异地就医即时结算、建立参保关系转移接续无缝衔接机制，彻底化解流动人口医保权益的“地域锁定”

困境，生育津贴的可携带性与可转移性有待提高，探索建立个人账户化或全国统筹基金池，确保劳动者

在跨地区、跨雇主流动过程中津贴权益不受损。亟须构建生育就业权益保护的快速响应机制，借鉴劳动

仲裁经验，设立专门针对孕期、产期、哺乳期歧视争议的“绿色通道”，缩短处理周期、加重违法成本，

降低女性因生育面临的职业发展风险。社保制度将不仅是兜底性民生保障，更是成为撬动生育率回升的

强有力的制度杠杆，为破解人口低增长困境提供关键性制度支点。 

4. 影响生育意愿对策 

4.1. 政策扶持与指导 

为破解超低生育率现状，首先完成观念的变革：彻底清算人口负担的工业时代旧叙事，对现行法规

中残存的限制性条款转换为鼓励和支持性条款尊重个体的选择。其次，构建面向全生命周期的风险与责

任的框架，通过全媒体普及当前宏观人口安全危机形势，激发多生一个的防御性需求。把高校定位为新

型婚育社会化的“最后一公里”：一是制度嵌入，将婚恋生育教育纳入必修学分，开设覆盖性别平等、家

庭财务、生育力保存等模块的通识课程，缓解青年对生育的集体恐慌；二是文化嵌入，依托思政课堂、

心理健康中心与第二课堂，打造家庭与社会责任体验式教学，培育正确的社会价值观；三是角色嵌入，

遴选学生骨干作为“婚育友好校园大使”，利用短视频、朋辈辅导等文化载体，把积极婚育叙事从校园

辐射至社交媒体，实现青年引领青年的涟漪式扩散[19]。 
为充分释放生育支持政策的制度红利，构建法律治理一体化改革方案。刚性法治化，以家庭共同育

儿作为立法核心，弹性增设一个星期到一个月的奖励型育儿假；通过专项转移支付对企业实际用工成本

给予阶梯式补贴。劳动监察部门对拒假、变相降薪企业实施“一案双罚”行政处罚加信用降级；同时大

幅提高自愿性工具供给，允许假期折现、分时休假、远程办公、等柔性安排。借鉴北欧“育儿假期篮子”

模式，增设婴幼儿“突发疾病护理假”、学龄前“家庭教育假”与多胎家庭“弹性工时”制度；同步上线

“国家托育云课堂”，提供全天候 24 小时视频问诊、育儿技能微专业认证，降低男性照护的信息门槛与

心理成本，最终实现假期可拆分、成本可分担、能力可提升的系统性育儿支持新范式。 
在城镇化加速的背景下，社会保障网络已超越传统“风险减震器”的角色，转型为人口再生产的“隐

性助产士”。其收入调节功能通过三条可量化的微观路径，精准作用于家庭生育决策。第一，医疗报销

的预算释放，城镇职工医保住院分娩报销比例每提升，家庭可直接释放相当于原生育支出作为可支配预

算。即时转化为母婴用品、月嫂或早教支出，形成生育与消费的正循环，弱化“生得起、养不起”的焦

虑。第二，津贴和医保联动的门槛降低效应长三角、珠三角试点显示，生育津贴与医保缴费年限挂钩后，

二孩生育率平均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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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家庭教育与引导 

解决人民群众“不想生、不敢生、不能生”的现实问题，分类施策，分步推进，久久为功，切实提升

我国人口生育率，促进人口与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不仅要从经济方面支持，也

要从家庭观念和家风文化的角度深入挖掘。通过加强家庭内部价值观念的传递，并与国家和社会的政策

支持相结合，能够更有效地优化人口结构，充分发挥家庭在人口生产和观念传承中的重要作用。 
把“家”建成文明双高地，才能给青年“敢恋、敢婚、敢生”的第一加油站。父母是先导、是样板。

日常的一言一行里传递正确的家庭观、爱情观、生育观，用恩爱互敬的夫妻关系、和睦有序的代际互动，

给孩子种下“家值得经营、爱可以期待、孩子带来幸福”的心理锚点。孩子进入大学，家长要从“守门

员”转做“陪跑员”：提醒恋爱不误学业、避孕常识要掌握，避免未婚先孕打断人生节奏；一旦子女完成

学业或学有余力，主动在住房、彩礼、育儿等环节“搭把手、补一块”，让“温馨小家”顺利起步[10]。
当子女进入适龄阶段，应正确引导子女处理好学习和恋爱的关系，在子女完成学业或学有余力的情况下，

为其提供力所能及的婚育环境和条件，协助子女建设健康、温馨的小家庭[20]。 
扎实推进和落实现行生育政策及其相关保障措施，积极构建生育友好型社会，为提振大学生婚育信

心提供政策和心理支持。重视推动落实包括“全面三孩”政策在内的各项民生福利，降低生育、养育、教

育成本，设立政府生育、养育、教育基金，用来支持和奖励多生的家庭。让老百姓得到实实在在的收益，

真正卸下育龄群众的思想包袱，让包括青年大学生在内的育龄群众愿生、敢生、能生，为家庭建设、经

济社会发展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强大的人力资源支持。 

4.3. 打造生育友好型社会 

促进经济的平稳运行建立健全经济风险预警与调控机制，构建“生育友好型”经济监测体系，密切

关注居民消费变化并适时干预。建立“生育友好型”风险哨点，把婴童消费、托育价格、女性就业景气等

纳入高频监测，一旦出现异常波动，宏观逆周期工具立即跟进，防止养娃成本飙升冲击预期。降低怀孕

即失业的周期性恐慌重点推动育龄。再次，稳定基本民生价格，加强对生育及育儿相关产品的价格调控

与监管，降低家庭对生活成本飙升的恐慌预期。进行消费观引导，构建生育友好型消费环境。在现有生

育补贴政策基础上进一步优化调整，依据家庭经济状况实施精准化、差异化的补贴措施，降低生育的直

接成本。联动税收和教育部门实施免税和教育储蓄计划，缓解育儿经济压力。 
稳定就业与收入预期第一，强化生育保障法治化。通过立法确立育龄女性生育休假权的刚性地位，

细化用人单位履行义务的可诉标准，并引入劳动监察双随机一公开与信用惩戒机制，压缩母职惩罚的制

度空间，降低生育行为对女性职业生涯带来负向冲击[21]。第二，拓展失业保险功能边界。将灵活就业者

整体纳入失业保险范畴，试点生育型失业保险项目，对因生育中断工作的女性，在待遇给付期同步提供

职业培训券与岗位匹配服务。第三，建立反婚育歧视的规则体系。建立招聘广告合规审查与举证责任倒

置规则，对违法企业实施行政处罚、政府采购限制及失信曝光，提升歧视成本，保障女性晋升与薪酬权

益。第四，建立收入波动补偿机制。通过立法创设生育收入平滑基金，由失业保险结余、财政补贴与用

人单位缴费共同筹资，对产假及育儿假期间的工资性收入缺口实行分层替代补偿；同步将假期计入社保

缴费年限，确保养老金、公积金权益连续累积，以制度化的收入保障对冲生育不确定性。 
教育、购房、医疗是抑制生育行为的“三座大山”。把学前教育纳入义务教育，逐步推行免费托幼、

免费幼儿园并实行公办园就近免试入园，减少择校焦虑。财政按生均拨款方式提高义务教育学校课后服

务质量，严禁校内变相收费。对校外学科类培训机构恢复许可证限价双重管制，把“双减”落到实处。对

多孩家庭实行“教育券”制度：每增加一名子女，每年发放可抵学费、校车、校服等支出的电子券。住房

降低门槛，利用金融托底，建立生育住房贷款专项政策，加大保障性住房配建比例。医疗减自费，生育

https://doi.org/10.12677/ar.2026.133077


陈雪婷 
 

 

DOI: 10.12677/ar.2026.133077 618 老龄化研究 
 

全程形成相关补贴体系，对多孩家庭实行“封顶线”保障，超出部分由大病保险全额报销。鼓励各地设

立“生育医疗一站式结算中心”，实现孕产医疗费用出院即时报销，减少垫资压力。推广“社区嵌入式”

微型托育点，鼓励写字楼、产业园区配建托育空间，对运营方给予水电气热执行居民价格、增值税即征

即退等优惠，解决“职住分离”导致的接送难题。   

5. 结束语 

深化人口政策对生育意愿的影响机制研究，系统剖析经济负担、个体认知与社会文化三重因素对青

年生育决策的制约。 
将原有的限制性思想转变为促进性思考，从而达到生育福利政策的转型。注意力集中在个体的生育

意愿上，尊重个人生育意愿，科学传播生育意义让青年建立正确生育观。政策支持家庭合理引导，营造

轻松健康的家庭氛围为增加育龄青年的生育意愿提供更多的可能性。精准经济补贴、育儿时间保障、社

会文化倡导及公共服务优化等多元政策工具，为育龄青年创造敢生、能养、愿养的制度环境，切实提升

生育意愿转化为生育行为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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